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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

　　【编者按】　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极富特色和颇具影响的文化
区域。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江南文化经历了由原始的部族形态到成熟的地域形态、由僻处东南的边缘文化到

引领全国的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其中既有自身传统的积淀和传承，也有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改造，还有与海外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江南文化源于地域文明而又超越了地域层次，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而又超越了地域意义。江

南文化内涵丰富，诸如灵活的地域个性、务实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文化心态、包容的文明意识、开拓的社会精神等，表现

出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诸多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江南文化“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趋向，促使其区域社会走出一条独

特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学界围绕江南文化的讨论日显活跃，研究视角和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研

究江南文化，不能满足于对其历史形态的考察和具体事相的分析，还需要从宏观视角进行理论总结，以便于构建较为

完整的学科体系。有鉴于此，本刊约请部分学者就江南文化研究进行理论反思，希望学界对此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以期共同推动江南学的形成与发展。

略谈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

陈 国 灿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江南文化的讨论相当活
跃。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或就江南文化的发
展形态和地域特征进行历史透视和解读，或就江
南文化的有关现象展开具体考察和分析，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不过，有一点似未引起学者们的足
够重视，那就是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问题。事实
上，江南文化虽不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但濒海而
起、依海而兴的历史传统，使之呈现出诸多不同
于内陆文化的文明特质和属性，走了一条颇具特
色的发展道路。

一　灵活变通：江南文化的海洋性格

纵观江南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一
个颇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异常灵活的适应性和
应变能力。这固然与江南文化求真务实的价值
取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海洋性格的体现。海
洋不仅哺育了江南文明的地域体系，也在很大程
度上塑造了江南文化的地域性格，使之善于根据
环境变化和实际需求，适时调整，灵活应对，从而
保持不断发展的活力。

从历史的角度讲，江南文化灵活变通的性格
在地域文明的肇始阶段便已有所显现。有关考
古发现表明，江南文化源起于典型的农耕文明。
早在史前时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就完成了由

原始锄耕和耜耕形态到犁耕形态的演进，达到当
时历史条件下的较高水平（范毓周：《江南地区的
史前农业》，《中国农史》１９９５年第２期）。但江
南文化的兴起，并不是农耕文明的简单发展和延
续，而是伴随着对农耕文明的调整和变通。春秋
战国之际，吴、越政权相继在江南崛起。面对诸
侯纷争强者胜的时代环境，为了增强国势，两国
统治者均采取发展农商的经济政策，强调“农伤
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袁康、吴平辑：《越
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影印本），从而突破了“以农为本”的农耕意识，开
辟出农商互利的新型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作为
江南土著的於越人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用于生

产和军事领域，而不是像中原地区那样主要充当
象征等级和秩序的礼器，则进一步反映出江南文
化不拘传统、灵活变通的品质。据不完全统计，
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在绍兴地
区陆续出土的越国青铜器中，只有７件属于礼
器，其他均为生产工具和武器（方杰主编：《越国
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５、

１２９、１３２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中原国
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青铜礼器时，於越人却将青
铜这种珍贵的金属材料主要用于制造工具、农具
和兵器，这种选择典型地反映了於越人在文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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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价值取向上与中原汉人甚至楚人不同的特

质。”（梁晓燕：《从青铜农具兵器看於越人的文化
品格》，《东方博物》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相对而言，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过程

中，江南文化灵活变通的性格有着更为充分的体
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原华夏文化曾长期处于
主导地位，并以强势姿态不断将周边文化纳入自
身体系之中。秦汉以降，江南地区由所谓“化外”
蛮夷之域到“化内”文明之邦的转变，实质就是融
入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文明体系。表面
上看，从西汉中期司马迁笔下“地广人希”、“砦窳
偷生”的地域景象，到六朝时期“忠臣继踵，孝子
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三国志·虞翻传》
裴注引《会稽典录》，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１０６页）的社会风尚，江南地区不仅完全被中原
文化同化了，而且在北方持续战乱和动荡的环境
下，一度成为中原文化的活动中心。但实际上，
江南文化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原文化，而是自主灵
活地应对中原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在积极主动
地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地域文化的自我
调整和重构，故其向“化内”的转变较其他中原周
边区域显得更为快速，也更为平和；另一方面，根
据自身特点和需要，不断改造有着鲜明内陆文明
特征的中原文化。于是，原本以清谈和浮虚为特
点的玄学走向平实，逐渐与儒、佛融为一体；因烦
琐、迷信和脱离实际而趋于消沉的经学转向简约
和务实，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活力；门阀士族制度
虽形式上仍得以延续，其强调门第等级的核心价
值观却在走向解体，南朝历代皇帝无一不出身庶
族，便是对士庶有别观念的一种颠覆。可以说，
通过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扬弃”和对中原文化的
“异化”，江南文化在成功摆脱与华夏“正统”相对
应的蛮夷“异端”角色的同时，又在大一统文化体
系中确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另类”形态。这种
“另类”倾向，随着江南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不断强
化，最终导致中原地区主导大一统文化的格局走
向解体。
公元８世纪前期宏伟壮观的“盛唐气象”，展

示了处于鼎盛状态的中原文化的自信与浪漫，也
预示着中原文化即将面临由其内陆农耕文明本

质所决定的发展“瓶颈”。相对而言，江南文化灵
活变通的性格使之不仅继续保持进一步发展的

活力，而且实现了向主流文化的全面飞跃。两宋
时期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过程的完成，既是

中国传统文明地域发展格局的一种重大调整，更
是一场由江南地区所引领的社会变革运动。日
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宋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是
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

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

化”（《宋代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宋史研究通
讯》１９９７年第２期）。说此期中国社会开始由农
耕文明时代转向城市文明时代，似值得商榷，但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城市文明的转型，则确是此
期社会变革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直接带来两方
面的后果：一是商品经济的兴盛，冲破了中原文
化主导下的传统农耕经济模式；二是“雅俗共体”
的市民文艺的活跃，改变了传统文化“雅”、“俗”
分离的二元结构（参阅陈国灿：《传统的颠覆：宋
代江南市民文化的“雅”与“俗”》，《中国社会科学
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２日，第１８版）。不仅如此，江
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引导地位的确立，
也引发中国文化整体性格的相应变化。“原先偏
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

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这样，中国人的内
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民族的特征。”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来看，在专制统治日

趋僵化的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发
达、文化昌盛的局面；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文化的
大举冲击，江南地区又率先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走
在全国各地前列。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江南
文化异常灵活的海洋特性，显示出其在不同时代
环境下面对各种挑战的极强的适应能力。

二　开放包容：江南文化的海洋心态

整体而言，海洋文明往往较内陆文明更具开
放性，对其他文化也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在这种
海洋特性的影响下，江南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和演变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自主开放、兼容并包
的地域心态。
不可否认，作为典型内陆文明形态的中原文

化也曾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特性。如果说汉唐时
期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与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中原文化对域内周边文化的开放包容，那么“丝
绸之路”的兴起，则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域外文化
的开放与包容。但中原文化的开放包容是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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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夷夏观”为基础的，是以“天下正统”自居的
华夏在充满自信的情况下，对“旁枝末叶”的蛮夷
的一种宽容、恩赐和接纳。因此，随着发展活力
的逐渐消退，进而丧失原有的优势地位，中原文
化便由开放转向封闭，由包容转向排斥。江南文
化则不同。作为一种由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海
隅蛮夷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其内在意识更多地
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不是严格的尊
卑贵贱之分，文化交流既不是一方以强势压制和
同化另一方，也不是构建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
而是彼此自主地开展双向互动。由此出发，江南
社会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应对中原文化的强势

扩散，通过对中原文化的自主开放和吸收、调整
而不被中原文化同化的方式，在继续保持自身地
域文化个性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由“化外”到
“化内”的转变。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江南地区
一直走在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前列，其中最典型的
是宋代和近代两个时期。
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首先表现为

沿海口岸体系的形成和腹地空间的拓展。虽然
江南地区的对外交流口岸在宋代以前就已存在，
但数量很少，彼此孤立，而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
制。入宋以后，江南沿海的对外口岸大幅增加，
除了杭州（临安）、明州（庆元）、温州、台州、镇江
（润州）、江阴、华亭等诸多口岸城市，又有青龙、
澉浦、章安、上海、江下、黄姚、顾迳、双滨、王家
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迳、新
塘、薛港、陶港、江湾等一批口岸市镇，由此形成
了主导性口岸、辅助性口岸、补充性口岸等多个
层次。与之相联系，对外开放的地域空间也由沿
海向区域内地扩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广大的
长江中上游地区带入开放活动之中。其次是开
放领域和范围的扩大。一方面，海外贸易的迅猛
发展，“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
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葛金芳：《中国经
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８３９页）；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也达到
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外人员往来频繁，彼此交流
活动涉及宗教、教育、哲学、文学、音乐、舞蹈、书
画、科技等领域。其开放的对象，除了高丽、日本
等东亚国家，还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
地区。据有关学者统计，有宋一代，与江南有直
接或间接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
今东亚和东南亚范围的有３７个，在今印度及孟

加拉湾沿岸的有２６个，在今红海周围及东非沿
海的有１５个（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３３页）。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主要是
由民间力量主导的。规模庞大的海商群体不仅
是中外经济交流的主力军，在推动文化开放和政
治交往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朝鲜文献《高
丽史》记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
年，１０１２年）到高丽忠烈王四年（宋帝赵昺祥兴
元年，１２７８年），先后赴高丽贸易的宋商有１３０
批次，其中确知人数的８７批次，合计达４９５５人
（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６９～２７９页）。这当中，有相当部
分便属于江南海商。如果考虑到江南海商成员
几乎衍括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则不难看出，开放
实是整个地域社会的基本心态。与此同时，大批
海外人员涌入江南，或经商，或留学，或传教，或
游历，有的短暂停留，有的长期定居。南宋学者
周密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
不复回首故国也。”（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
《回回沙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里所说的“回
回”，是指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他们为江
南发达的经济和富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所吸引，
纷纷前来定居和生活。临安清波门外的聚景园
原本是皇家苑囿，到南宋末年已成为回回人的公
共墓地。对此，当地官府和民众并未作出激烈的
反应，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坦然处之。显然，
宋代江南地区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赵宋
政府“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和相对较为宽松的
统治方式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江南社会开放包容
的文化心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具体体现。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和挑

战，中国社会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态度：一种是坚
守固有的文化传统，盲目排外；一种是极力推崇
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一种是自主开放，积
极应对，以兼容并包的方式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效
整合。由上海引领的江南社会无疑是秉持第三
种应对态度的典范。从中外合璧、艺术交融的建
筑文化，到本地沪剧、越剧与国剧京戏和西方话
剧、芭蕾舞等百花争妍的舞台文化；从有着浓烈
乡土气息的古典吹奏与来自欧美交响乐、铜管
乐、管弦乐等交相辉映的音乐艺术，到传统水墨
艺术与西洋油画相结合的“海上画派”；从传统酒
楼茶馆与西餐馆、咖啡厅并存的饮食文化，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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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融的社会礼仪、服饰风尚、婚丧形态，诸如此
类，不一而足。这些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
风格，充分反映了近代江南文化“灵活开放、汇纳
百川、兼容并蓄”的特征，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与西
方文化的有效整合，而且进一步走出国门，开始
全面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三　开拓创新：江南文化的海洋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灵活的性格和开放的心态
更多地属于江南文化的外部特征。如果我们对
江南文化作进一步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
隐藏在这些特征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勇
于开拓，善于创新”的海洋精神。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江南文化虽源于农耕文

明，但又突破了传统农耕文明的一般模式。如果
说春秋中后期崛起于江南的吴、越政权基于王室
衰微、诸侯纷争的现实，因地制宜，开拓了农商互
利的经济发展道路，由此成功地实现国势的快速
提升，加入到大国争霸的行列，那么唐宋之际江
南经济的飞跃和变革，某种意义上讲，则属于新
的历史环境下，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优势，实现陆
海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依托肥沃的水
乡平原和便捷的水陆交通，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
和活跃的商品市场，推动农商之间由简单的互利
关系上升到产业互动的层次。南宋前期颇为活
跃的浙东事功学派积极倡导“农商一事”的思想，
强调“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陈亮集》增订
本卷一二《四弊》，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０
页），与其说是江南部分社会精英对长期以来历
代中原政权顽固坚守“农本商末”观念的一种反
动，不如说是他们对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现状的理
论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借助地处沿海的自然
条件，积极开发海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使得越
来越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海洋发生联系，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朝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趋势。
有学者估计，包括江南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北
宋中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１６６６．６万缗，北宋
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２３３３．４万缗，南宋绍兴
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３７７７．８万缗”（熊燕
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
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如此庞大的交易额，意味着对
外贸易已成为地域经济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

分，甚至决定了部分沿海地区社会的兴衰。南宋

前期，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常州江阴县呈现出空前
繁荣的景象，就是基于活跃的海外贸易。民国
《江阴续志》卷二一引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复江
阴军牒》云：“本县为临江海，商旅船贩浩大，所收
税钱过迭常州之数。”同样，曾是“富商巨贾、豪宗
右族之所”（陈林：《隆平寺经藏记》，《至元嘉禾
志》卷一九，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
版）的华亭县青龙镇，到南宋后期已是一片萧条，
也是因为江河淤塞，海舶渐稀所致。
从都市文明发展演变的角度，可以进一步认

识江南文化开拓创新的精神。历史上，我国传统
都市形态最初是在中原文化的主导下发展起来

的，其突出特点是强烈的依附性。由于各级城市
大多是以政治和军事据点为依托形成的，其首要
功能是充当不同层次统治中心的角色，由此沦为
专制政权强化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与此同时，
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又

极大地限制了城市发展空间，使之处于农耕文明
的附属状态。在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下，江南地区
的都市文明在一段时期里也基本遵循了这种“标
准”模式。不过，蕴藏在江南社会深层的“异端”
意识，决定了其都市文明发展不可能始终走一条
“中规中矩”的道路。早在六朝时期，江南城市开
始崛起，便已呈现出与中原城市有所不同的发展
趋向。“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
贾并凑”；“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
肆埒于二京”（《隋书·地理志下》，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８７页）。透过中原文献对当时江
南城市发展状况的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其商业化
的社会特征已初露端倪。在此基础上，晚唐以
降，江南地区便承担起城市变革引领者的角色。
唐宋之际城市形态的转变，其外在表现是以政治
控制为目的的传统坊市制全面解体，城市经济、
社会和文化功能显著增强，实质是伴随市民阶层
的发展壮大，城市开始真正形成自身的文明体
系。就城市社会而言，各种行业组织的大量出
现，是市民群体意识觉醒的反映，表明市民阶层
越来越多地以自主的方式处理社会关系，从而呈
现出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就城市经济而言，商
业、服务业、手工业、文化业、娱乐业等经济活动
的空前兴盛和产业化趋向，意味着市民经济逐渐
成为社会经济体系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由此确
立起有别于农耕经济的物质文明形态；就城市文
化而言，市民文艺的活跃，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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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而且推动文化重心
的进一步下移，走向大众化、世俗化和商业化；就
城市观念而言，市民意识不再局限于重商逐利的
价值观，也蕴含了平等自主的社会观、追求富裕
的人生观和自由开放的生活观。但江南都市文
明的变革并不只限于城市的转型，还表现为作为
新兴都市形态的市镇在广大农村的广泛兴起和

发展。尤其是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无
论是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空间分布之密集，还是
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高、专业化分工之精细、
市场体系之完善，抑或文化之发达、教育之昌盛、
社会生活之丰富多彩，都是同期全国其他地区所
不能比拟的，由此基本完成了由乡村工商业集聚
地到新型经济都市的转变（参阅陈国灿：《中国古
代江南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３６～２７０页）。市镇的兴起和发展，表面上看是
城市活动突破城墙的限制向乡村扩展的结果，实
际上更多地属于乡村文明自身内在变革的产物。
由于江南乡村经济从来就不是标准的以小农家

庭为单元的自给自足形态，也没有根深蒂固的小
农意识，因而能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独领风
骚，走上自主的乡村城市化道路。及到近代，江
南地区都市文明的变革依然走在全国各地的最

前列。上海迅速崛起，一跃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
现代国际大都市，便是其中的典范。
显然，有人将江南社会开拓创新的传统精神

归结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视之为“实用至上”的
投机意识，甚至将其与缺乏目标的盲动和不顾一
切的蛮干等同起来，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和
庸俗的解释。江南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是一种
理性的现实主义，是重视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
因时而异，顺势而变，不断进取的价值取向的内
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９—２０
作者陈国灿，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
化研究中心教授。浙江，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江南文化传统的本体之辨

葛 永 海

　　“江南文化”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颇为宽泛
的概念，包容性颇强，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不免众
说纷纭、泛滥无归。相对而言，江南文化传统因
为有具体意义上的指向性，看似更容易达成共
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关于江南文化传
统的研究，同样一直处于一种众语喧哗、歧义丛
出的状态，研究者往往不加分辨，各取所需，最终
结果必然偏执一隅，失之全豹。有鉴于此，对于
江南文化传统的本体内涵实有细加分辨的必要。
这当中，有三个问题尤需要厘清：其一，讨论江南
文化传统，应考虑哪些维度？其二，江南文化传
统的内核是什么？其三，江南文化不同阶段、不
同范围的形态特征应当如何把握？

一　维度之辨

江南文化传统可分为诸多维度，譬如政治文
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文学传统、艺术传统、学
术传统、宗教传统等。

在江南文化传承中，一些耳熟能详、口口相
传的词句往往具有鲜明的指示性，烙刻着各类传
统的深刻印记。当我们谈到春秋战国之际吴、越
争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
训”时，自然会联想到江南政治文化传统。当我
们说起“东南财赋地”，“苏常熟，天下足”，所指的
便是江南经济文化传统。关于江南山水风物的
诗句则更是蔚为大观。汉代乐府诗《江南》云：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南朝丘迟《与陈伯之
书》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
飞”；唐代白居易《忆江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
谙”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标示着江南文学绵
延不绝的历史脉络。至于名满天下的昆曲、越
剧、吴门画派、园林艺术等，属于江南艺术传统的
杰出代表。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顾炎武主张
“经世致用”，所指示的乃是江南厚重的学术传
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
《江南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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